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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

屈小玲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　要: 古老的蛙崇拜以两种形式存在: 一是文物, 一是神话与民间信仰,两者互为表里。古蜀王国金沙遗址蛙

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有着传承关系; 蛙型金箔象征了蛙崇拜祭祀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蛙崇拜南传与

彝族先祖由蜀入滇相联系。古蜀王国在源于马家窑彩陶的蛙崇拜南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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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是人类文明史上崇拜的古老动物。马家窑彩

陶蛙纹、成都平原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以及中国西南

与南方民族地区的青铜鼓蛙饰, 串起了一条中华民

族蛙崇拜观念的南传路线。本文拟对金沙遗址蛙型

金箔与蛙崇拜源流予以考察, 籍以探讨古蜀王国及

民族迁徙在蛙崇拜南传中的作用。

一、马家窑彩陶蛙纹及其蕴涵的巫术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两枚蛙型金箔( 2001 年发

掘)在众多出土的金器、玉器和青铜器中并不引人注

目,但却是最独特的考古遗物。在《金沙遗址出土金

蛙之寓意探析》一文中,作者认为金蛙系祭蛙求雨仪

式后的遗存[ 1]。在古蜀王国时代用珍稀黄金制作祭

祀物金蛙,足见祭祀的尊隆。金沙蛙型金箔是否与中

华民族最古老的蛙崇拜有关?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

追溯马家窑彩陶蛙崇拜的巫术意义。

距今约5300年到 4050年的仰韶文化的马家窑

彩陶绘有丰富的动物纹和几何纹, 动物纹饰尤以蛙

纹著称。马家窑彩陶蛙纹揭示了中华民族早期蛙崇

拜观念,这是学术界探讨马家窑彩陶蛙纹的基本共

识。马家窑彩陶按时间和地点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

类型、马厂类型。从考古出土的众多的马家窑彩陶序

列来看,早期的马家窑类型的蛙纹属于写实风格。彩

陶瓶表面彩绘的蛙形象简朴, 有着两只大眼睛和膨

大浑圆的肚腹,身躯布满涡纹水点。到了后期马厂类

型时期,蛙纹从写实向抽象写意发展,出现多种变体

的蛙肢纹。这种蛙肢纹多用蛙的四肢和头部及眼睛

构成几何图形, 较典型的是由一竖直和两条上下分

别弯曲的横向几何线条组成, 既像蛙又似人。在有关

研究中被认为是“交媾的姿势”,代表了一种“巫术的

符号”。这种符号性的蛙肢纹型成为马家窑彩陶马厂

类型的一种标准模式,它“与整个马家窑文化彩陶中

的生殖与求雨的文化母题相一致”
[ 2]
。马家窑彩陶蛙

纹具有古人生殖崇拜和祈雨的巫术意义,因此马家

窑彩陶的蛙纹从具象的写实演变为抽象的写意, 并

非只有单纯的装饰作用, 而是蕴含了蛙崇拜观念。

马家窑蛙彩陶蛙纹与女娲的联系, 揭示了蛙崇

拜观念所具有的实用性。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中,

女娲与人类繁衍和祈雨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女娲

造人的神话,见于汉代邵应的《风俗通》中的女娲“抟

黄土作人”。汉代的民间发展出了女娲兄妹结成夫妇

创造人类的传说,在汉代各地的画像石上,出现了女

娲和伏羲夫妇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但据今人考证,

有关女娲兄妹的传说最早的记录是在敦煌发现的六

朝写本,详细的故事见于敦煌写本伯4016《天地开辟

以来帝王纪》
[ 3]
。女娲神话传说和蛙崇拜在传播中被

联系在一起,因为蛙也是易于繁殖的动物,在生殖意

义上与女娲“抟黄土作人”有相似性。《说文解字》解

释女娲的音义时将其与蛙联系在一起: “娲,古之神

圣女也,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古蛙切”。今之人类

学学者有论及女娲即是蛙图腾神, 认为“娲”与“蛙”

同[ 4]。“娲”即“蛙”, “女”与“雌”同, “女娲”即“雌

蛙”
[ 5]
。说明蛙崇拜即是女娲崇拜,女娲崇拜即是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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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女娲是蛙崇拜的具体形象体现。据实地考察黄

河流域今之造型各异的彩陶蛙纹的记叙, 在当地人

的蛙崇拜观念里, 女娲与蛙纹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6]。

民间传说中女娲与降雨有联系, 文献中即有类似民

俗记载:“雨不霁, 祭女娲”[ 7]。蛙是和雨水有密切关

系的动物, 民间就有“蛙声哑, 禾苗枯”;“青蛙呱呱

叫,大雨就要到”的民谚,这也是蛙与女娲之间的又

一共同之处。在古人的信仰中,生殖和雨水之间存在

某种神秘联系, 阴阳和谐, 才会降雨,因此求雨则与

性有关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曾反复论述了地

方政府在四季求雨时的必备仪式, 其中就有男女相

偕:“令吏民夫妇皆偶处”,直到“起雨为止”[ 8]。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仰韶文化马家窑彩陶蛙

纹遗存与女娲的神话传说都属于原始崇拜。马家窑

彩陶早先的蛙纹只是一种装饰, 蛙的繁殖能力及其

对干旱雨水的生理反应,逐渐形成了蛙崇拜观念,蛙

纹也从写实发展为具有交媾意义的抽象蛙肢。将蛙

崇拜与女娲联系在一起,与女娲造人及女娲补天的

神话传说有关。在马家窑彩陶蛙纹的巫术意义和女

娲神话传说中都反映了生殖和雨水之间的联系。女

娲与蛙崇拜相联系,符合早期先民的思维方式, 也揭

示了先民信仰的原始性和神秘性。

二、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的传

承关系

从形状上比较, 金沙遗址的两枚蛙型金箔与马

家窑彩陶蛙纹很相似[ 9] 30。作为考古文物,马家窑彩

陶蛙纹存在于中国西北,金沙遗址蛙型金箔出现在

中国西南。两种文物遗存的时间相距甚远, 制作材料

也不相同,但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

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工艺技术来看,金沙遗址蛙型

金箔受到商周时期华夏文明金饰品影响, 同时也展

示了古蜀王国蛙崇拜信仰。

金沙遗址的两枚蛙型金箔基本相似。一件长6. 9

厘米,宽6. 2厘米,厚0. 1厘米,重4克。另一件长7厘

米,宽6厘米, 厚0. 16厘米,重3克[ 9] 31。蛙型金箔的

蛙缩头,两只圆眼并列,身型类亚字,四肢两两相对

弯曲向内卷。笔者发现,将这两件金沙遗址的蛙型金

箔与马家窑彩陶上的典型的蛙纹比较,不难看出它

们的形状类似马家窑彩陶后期马厂类型的蛙肢纹基

本模式,尤其与前面举证的“仅只表现一对下肢的交

媾图”彩陶盆蛙肢纹非常相似。金沙遗址的蛙型金

箔也是上下四肢两两相对, 中间是躯干,整个图形以

蛙肢组成。作为独立的金制工艺品,金沙遗址蛙型金

箔的蛙肢纹造型更弯曲圆浑,整体图案呈对称形式。

从巫术的意义来说, 对称动物图案, 多与动物交尾,

交配的变形有关 [ 10]。如同前面论及的马家窑彩陶的

蛙纹饰具有生殖崇拜和求雨巫术仪式的内涵, 金沙

遗址蛙型金箔的制造,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古蜀王国

时期古蜀人的蛙崇拜习俗, 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实物

证据,即古蜀人的蛙崇拜与仰韶文化的马家窑彩陶

文化有着传承关系。金沙文明遗址是古蜀王国后期

文明,即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朝从春秋前期到秦灭

蜀国, 历十二代, 约为公元前 660 年前后至 316

年[ 11]。古蜀王国神灵祭祀仪式非常发达, 在其前期

文明遗址三星堆发掘的青铜像、青铜神坛和青铜神

树就是最好的遗物证明。以马家窑彩陶蛙肢纹所蕴

含的生育繁殖和求雨的巫术意义为证, 金沙遗址蛙

型金箔的蛙肢纹形状必然也会令人与蛙崇拜祭祀仪

式联系起来。两者之间为什么会存在传承关系? 古

蜀王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蛙崇拜,而以黄金制造的蛙

型金箔作为祭祀物?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马家

窑彩陶文化有否在西南地区传播以及古蜀王国的社

会历史。

古蜀人与从北往南的民族迁徙关系密切。古蜀

王国地域系今之成都大平原, 包括成都及周边区县。

古蜀王国的形成,系族群融合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

提出研究中国各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走向时,提到在

古代从北往南的民族迁徙中, 中国西南有一条民族

迁徙走廊[ 12]。这个观点经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考

察研究得到证实, 中国西南确实存在一条西北民族

往西南迁徙的通道。在川、藏、滇三省区边境内的横

断山脉中, 从北往南有著名的六江流域,包括岷江、

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六江流域上

中游居住的众多民族都属于藏缅语族, 有藏、羌、彝、

白、纳西、普米、独龙、怒族、阿昌、景颇、拉祜等民族,

包括了西南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从族源而论, 藏缅语

系的民族都可以追踪到岷江上游的羌族。有关研究

指出:“现今的羌族是古代羌人的一支后裔,而古羌

人的众多支系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衍变为现在的

藏缅语族的各族。”[ 12]并认为中国西南藏缅语族中

的藏族、彝族等民族的根源即是古代甘青之交的黄

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的羌人 [ 13]。古蜀国与西北南

下羌氐民族有族源关系。据文献记载,古蜀先民属西

北氐族。三代蜀王蚕丛、柏 、鱼凫中最早的蚕丛氏

“始居岷山石室中”(《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

蚕丛氏是氐族分支冉马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

传》)。鱼凫氏也是氐族一支, 最后形成蜀族, 逐步建

立早期蜀国
[ 14] 257- 260

。氐族与羌族原本同源, 蜀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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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氐羌民族都有联系 [ 15]。

西北羌氐文化随着民族迁徙,也往西南传播。据

四川考古发现,在六江流域尤其是岷江上游,四川考

古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与20世纪80年代

在青海民和县发掘的石棺葬属于同一类型, 是以古

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的遗存, 包括羌氐民族[ 12]。

青海民和县即是发现马家窑彩陶马厂类型遗址的地

方,这正是马家窑彩陶蛙饰从写实变为抽象,发生出

蛙崇拜观念的源头。在现今羌人居住的岷江及其支

流汶川和理县一带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

器,其中有夹沙陶、泥质红陶等成分, 被认为“其纹制

与制作方法与甘青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 显系受西

北古文化影响所致。”[ 12]在《黄河上游彩陶南传之路

探索》一文里,论者根据考古遗存的分析, 更明确了

马家窑彩陶经岷江南下的路线: “在岷江上游的理

县、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

文化彩陶”, “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

进入横断山区”
[ 16]
。也有研究从彝族的民族艺术品

的纹样考察西南彝族艺术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同源

关系: “彝族服装服饰与生活用具上繁多的纹样,与

西北马家窑出土文物上的符号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也证实彝族远古来自西北,他们也许正是马家窑文

化的创造者[ 17]。在前面提到的考察马家窑彩陶南传

路径的论文里,作者也提出过在成都平原地区至今

尚未发现有马家窑文化彩陶遗存
[ 16]
。那么, 古蜀王

国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是否正好弥补了考古发掘

这一空白?虽然目前看来还是孤证,但是它的典型的

蛙肢纹造型, 无可辩驳地显示了其直接源于马家窑

文化后期彩陶马厂类型的蛙肢纹模式的实事。

金沙遗址系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

开明王朝是继蜀国杜宇王朝洪水之后的新王朝。杜

宇王朝时期大力发展农业, 种植五谷,青铜器和玉器

金饰品手工艺都非常发达,有名的三星堆遗址的青

铜器和金沙遗址的玉器金饰品都是杜宇王朝的文物

遗存。后来因长江上游支流沱江水患,杜宇王朝禅让

开明王朝
[ 11]
。蛙对干旱的敏感和预卜,古蜀民俗中

蛙崇拜习俗, 在以农业耕作文明立国而强盛的杜宇

王朝自然会流行。继后的开明王朝治理成都平原水

患获得成功, 农业耕作得到更进一步保障, 国力愈加

强大。古蜀国民俗中的蛙崇拜巫术意义更加受到重

视,蛙型金箔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蛙崇拜上升成

了国家祭祀仪式。

综上所述,从西北南下民族迁徙走廊、新石器时

期的葬式考古发现、马家窑文化彩陶南传遗迹、彝族

服饰的符号性纹样、古蜀先民的羌氐族源以及古蜀

王国蛙型金箔祭祀意义, 基本提供了西北羌氐族和

马家窑文化沿岷江上游支流南下的证据。源于马家

窑彩陶蛙纹的蛙崇拜从西北传到古蜀王国,供祭蛙

仪式用途的蛙型金箔因而出现在成都平原。它的出

现,显示了古蜀王国对蛙崇拜观念的重视。

从彩陶蛙饰到铸造蛙型金箔,在手工技艺上也

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大进步。在约等于商代晚期及

周代初期的四川广汉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 1986年)及金沙遗址考古发掘( 2001)的众多遗物

中,集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黄金制品。联系商周时期

中原金制品制作技术,古蜀王国也属于北方中原商

周流行的金箔饰品文化, 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就是

这一黄金制品技术的产物。商代出现的黄金制品, 大

多是作为装饰的金箔、金叶和金片,其技术制作系黄

金融化后反复捶打而成: “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 包

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 18]北方墓葬出土较多

商周时期的金箔饰品, 大多为兽类金饰
[ 19]
。在古蜀

王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以金箔包裹装饰

的遗物则大多与王权和祭祀有关, 以金箔权杖、金面

罩、金冠带、金箔太阳神鸟以及金箔鱼形蛙型和金饰

品为主,显然与北方的兽类金饰相异。

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已经超出了金箔的装饰意

义。它与一般用于装饰某种物品的金箔不一样,而是

一件具有独立意义的金箔制品,它的蛙肢纹造型本

身就具有了蛙崇拜的原始信仰和巫术意义。蛙型金

箔的技术和艺术在商周之际也达到了金制品的完美

高度:蛙型金箔造型简练,沿着肢体饰有分别引向四

肢的乳钉纹图案,采用的是錾刻工艺。蛙型金箔的造

型与装饰都以对称为特点,同时融合了弯曲的弧形,

单纯中有变化, 完全符合形式美的最高原则。金沙遗

址的两件蛙型金箔,既反映了古蜀文明与马家窑彩

陶文化蛙崇拜的文化母题意义的一致性,也展示了

古蜀王国的高超的黄金制品手工艺制作技艺和成熟

的审美趣味。

从马家窑彩陶蛙纹到金沙遗址蛙型金箔, 历时

久远。马厂类型蛙肢纹流行时期大约在4000多年以

前,金沙遗址开明王朝距今约为 2700年左右, 中间

相距约为 1600 年, 足见蛙崇拜这一观念的久远

牢固。

三、彝族先祖由蜀入滇与蛙崇拜传播

上面考察了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

后期马厂类型的蛙肢纹模式的传承关系,蛙崇拜习

俗在古蜀王国成为国家动物神灵祭祀的仪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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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考察蛙崇南传与西周末年彝族先祖由蜀入滇

的关系。

在中国西南和南方民族地区, 广泛流行蛙崇拜

观念。见于西南地区藏彝走廊的藏缅语诸民族, 南亚

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依族、

壮族和侗族, 以及汉藏语系苗瑶支系的苗族与瑶族。

这正是蛙崇拜南传的广大区域,包括云南、贵州、广

西、广东、海南,以及越南北部、缅甸、老挝、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在蛙崇拜流行的中国西南和南方民族中,

蛙变成了雄性,有蛙创世的神话以及蛙神蛙祖传说,

这也表明中国西南和南方的蛙崇拜出现在男性氏族

社会[ 20]。壮族、佤族等民族的民俗中至今还流行着

与蛙崇拜相关联的民间传统节日。与此同时,在中国

西南、南方两广境内以及海南等民族地区流行的古

代乐器遗物、铜鼓鼓面流行的蛙饰,是蛙崇拜南传的

重要标志。通过铜鼓蛙饰考察蛙崇拜南传的线路,涉

及铜鼓起源与民族迁徙。

一个多世纪以来, 对中国南方的青铜鼓和东南

亚青铜鼓的起源有不同说法,先后大致有天竺说(马

端临)、北越说(越南陶维美)、中国南部说(荷兰狄葛

乐)、中国西南濮僚说(童恩正等)。国内铜鼓按时代

先后分为8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

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 分别分布

在西南和南方民族地区。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

万家坝型铜鼓(公元前8世纪- 前5世纪) , 简陋无装

饰
[ 21 ]
。稍后是云南滇池青铜文化区域的晋宁县石寨

山型铜鼓(前5世纪- 前1世纪)。童恩正在《试论早

期铜鼓》中提出了铜鼓产生与江河地带农业文明的

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

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

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 右江

- 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 元江- 红河水系具有适于

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 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

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些区域流传开来”
[ 22]
。有

关云南先民的族属有不同说法, 本文取濮越说, 濮僚

系殷商及先秦时期的濮越人,属于古越族。濮僚族发

明的铜鼓因此沿着适宜农耕上文江河流域的河谷地

带传播,包括东西从北往南的两大水系。楚雄万家坝

型铜鼓产地在今之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 是彝族在

云南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系濮僚

人所创还是彝族人所创?参考彝族民族史诗《西南彝

志》和英雄史诗《铜鼓王》所提供的资料,似可商榷。

西南和南方铜鼓出现似与西周末年彝族先民由

蜀入滇民族迁徙有关。根据清初编撰的彝族历史文

献《西南彝志》( 1957- 1966译成汉文)编选的《西南

彝志选》第二章《谱牒志》,详细记述了彝族从希慕遮

到笃幕的三十一世和笃慕之后“六祖”以下的各主要

家支世系及历史事件,这正是一部讲述彝族先祖向

西南和南方迁徙繁衍的历史。从希慕遮到笃慕之世,

“其下限相当于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笃慕是在洪水

发生后由蜀入滇的, 落点在云南东川(会泽)乐尼白。

笃慕妻三房, 子六人,由此分居各地, 向四方发展”。

历史上的“西周末年蜀洪水”系指公元前7世纪古蜀

王国杜宇王朝时期长江上游沱江水患, 造成了成都

平原北部三星堆一带江河流布,金堂峡河流壅塞, 田

野长久淹没,导致了杜宇王朝禅让的水患。笃慕因之

迁徙入滇,娶妻生子。其子分别向滇西、滇中、滇南、

川西、川南、滇东、黔省和广西隆林等地迁徙发展, 此

即彝族“六祖”, 并分别繁衍成不同支系
[ 23]
。

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则详细记叙了彝族的一

支昆明人罗罗发明铜鼓以及伴随民族迁徙铜鼓也随

之传播的史实。《铜鼓王》系祭司毕摩在祭祀仪式上

演唱的世传歌词, 又叫《铜鼓歌》, 历史悠久,流传在

云南富宁县、广西那坡县和越南与中国交界罗罗支

系彝族的居住区。《铜鼓王》共20章, 每章标题皆与

“鼓”联系, 叙述铜鼓从产生到传播及其铜鼓文化习

俗。据《铜鼓王》所叙,昆明人系从昆仑山南移岷江雪

山下的彝族支系,早期系游牧族,入滇称昆明人。昆

明人先祖发明了铜器,其后裔波罗在改造土锅的梦

中受到启发铸造成功铜鼓,被部落民尊为铜鼓王。这

说明昆明人发明铜鼓与铜鼓考古发掘万家坝型起源

相同,系由炊具铜釜演变而来。《铜鼓王》揭示出铜鼓

传播与昆明人从东迁滇池、滇南、滇桂、滇越与滇缅

方向的5 次迁徙有关, 并与西南和南方不同民族铜

鼓文化产生有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推断铜鼓发明与由蜀入滇

的彝族人关系密切。早期铜鼓楚雄万家坝型, 正是今

之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系云南彝族人的重要聚居

地区之一。在云南境内滇青铜文化早期铜鼓产生的

地区,也大都是今之彝人生活的地方。考古发现的8

种铜鼓类型产生地点也与《西南彝族志》中所叙彝族

历史上往川西川南、滇、黔、桂的迁徙地带相符。彝族

先祖由蜀入滇, 落点是滇东会泽(东川) ,即铜鼓起源

为濮僚人系统发明之说的滇东高原。最早的楚雄万

家坝型铜鼓也在滇青铜文化区域,滇青铜文化区域

东止于云南东川。《铜鼓王》叙述发明铜鼓的昆明人

在滇中以西。据《西南彝志选》的《前言》扼要介绍彝

族先主笃慕入滇妻三房生六子的迁徙去向,其“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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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发展为武、 两

个支系,分布于滇西、滇中、滇南一带,是当地彝族及

其它彝语支的一些民族之祖”[ 23]。如是,铜鼓起源于

滇中以西就与彝族六祖长房有关。英雄史诗《铜鼓

王》中记叙的铜鼓的发明者昆明人以及该支系往滇

中、滇南及与其相邻的滇桂、滇越、滇缅的迁徙, 即与

彝族六祖长房向外迁居中发展出来的支系遍布滇

西、滇中、滇南的史实基本相符。《铜鼓王》叙述彝族

昆明人迁徙年代晚于由蜀入滇的彝族先民, 大约始

于比云南六昭时代较早的年代。但关于铜鼓的发明

和伴随民族迁徙的铜鼓传播, 却与考古发现的铜鼓

分布和分类基本吻合, 值得引起有关研究的充分

注意。

铜鼓蛙饰与蛙崇拜往西南和南方传播, 同样与

彝族人由蜀入滇的民族迁徙有关。西南和南方民族

大都有蛙崇拜观念,不排除或与本民族信仰有关联。

但铜鼓蛙饰的产生, 仍然与彝族人的蛙崇拜观念有

联系。

考察比较典型的铜鼓蛙饰出现的地区, 皆源出

滇池晋宁石家寨型铜鼓,因此与万家坝型有直接联

系。中国著名的铜鼓蛙饰在以下几个民族地区: 一是

广西境内壮族地区的铜鼓。广西壮族出土的古代铜

鼓上多见蛙饰, 大小蛙累叠,以群蛙的形式出现,显

示了壮族祖先骆越族的蛙崇拜观念。二是海南黎族

铜鼓著名的蛙锣。蛙锣装饰更显示出巫术意义: 蛙与

八卦符号和圆环相互交错,蛙崇拜具有了更为丰富

的涵义。稍晚的是云南西南部佤族地区流行名之为

“西盟型”铜鼓。鼓面塑立体青蛙,由大蛙、中蛙、小蛙

三四层叠居, 被称之为“蛙鼓”。佤族传说中尊青蛙为

民族祖先,铜鼓蛙饰反映了佤族对青蛙的图腾崇拜。

略为考察一下西南和南方铜鼓蛙饰的分布与类型,

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考古发现的最早的

蛙饰是滇池石家寨山型铜鼓(公元前 5世纪- 1世

纪)的一例,有了蹲蛙雕饰。广西境内冷水型铜鼓(公

元1世纪- 12世纪)有蛙饰,冷水型铜鼓与滇池晋宁

石寨山型铜鼓有继承关系。广西北流型(公元1世纪

- 12世纪)的蛙饰又与冷水型铜鼓蛙饰有联系。海

南黎族铜鼓制造与铜鼓蛙饰乃经由广西、广东传播

而来。云南西南部佤族的铜鼓蛙饰出现较晚(公元8

- 20世纪) , 与《铜鼓王》中彝族昆明人迁徙到中缅

边境定居时间符合, 其蛙饰与广西境内铜鼓和石寨

山型铜鼓也有传承关系。以上考察说明,西南和南方

的铜鼓蛙饰都可以追踪到滇中石寨山型的铜鼓蛙

饰。联系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中滇池人铸造铜鼓

系彝族昆明人传授,铜鼓蛙饰所显示的蛙崇拜观念

与由蜀入滇的彝族有了联系。

彝族先民发明铜鼓、铜鼓蛙饰以及传播蛙崇拜

观念,与古蜀王国青铜器影响和重视蛙崇拜有关。西

周末年彝族先祖离蜀入滇的时代,古蜀王国已经历

了杜宇王朝发达的稻作农业与辉煌的青铜工艺制

造。四川考古学界认为, 成都平原古蜀青铜文化“较

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
[ 14] 321

。在滇池地区晋宁石

寨山滇王及其贵族墓地、江川李家山滇王及贵族墓

地等,均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被认为找到了三星

堆用青铜塑造人像的传统:“滇人用青铜器塑造自己

的形象与三星堆如出一辙”,青铜器中就有“有蛙纹

的铜鼓。”[ 24]万家坝型铜鼓属于民间早期制作,还没

有发展出装饰的审美意义, 但继承万家坝型铜鼓的

石寨山型铜鼓发展出了铜鼓蛙饰,自然与发明铜鼓

的彝族人的蛙崇拜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彝族先民是

经西北岷江上游迁徙南下与当地人融合的古蜀王国

民族之一,因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影响,古蜀王国民俗

中有蛙崇拜传统。古蜀王国农业稻作文明发达,正是

蛙崇拜观念走向成熟的最适宜的土壤。彝族先民迁

徙入滇,并向川、黔、滇桂、滇越以及滇缅四方发展,

不可能不会带去古蜀王国的文化习俗。在彝族的创

世神话《勒俄特依》中叙述雪子12支繁衍,蛙属于动

物中创世的一种。在随后的民族交往与稻作文明发

达的影响下,西南和南方的其他民族都先后受到了

古蜀王国彝族蛙崇拜的影响, 因而随着工艺技术的

发展出现了在铜鼓上铸造蛙饰。将蛙崇拜的巫术意

义投射到铜鼓上, 实则与古蜀王国将蛙崇拜的巫术

意义铸造成蛙型金箔属于同一种意义。

四、余论

综上所述, 蛙崇拜在其南传路线中, 民族迁徙、

手工艺制造技术都是重要的关键因素。古蜀王国在

蛙崇拜南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彝族先民由

蜀入滇、发明铜鼓及铜鼓蛙饰并向四方发展, 起到了

蛙崇拜传播作用。

为什么人类选中了蛙来赋予其巫术意义, 而且

蛙崇拜能被不同地区的族群接受? 笔者参考有关蛙

的生物常识,认为既有生物学的原因,也与农业稻作

文明发达有关。

作为自然界的生物, 蛙与人类关系密切。一是生

理特征的相似。蛙的骨骼与人类骨骼类同,它的四

肢,肩胛骨和锁骨,形状非常像人的相应骨骼。其消

化、神经系统也与人类相似
[ 25]
。在广西展出的春秋

时代骆越族青铜尊上的写实蛙饰,立体,腹部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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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四肢伸张的婴儿。二是蛙的繁殖快,正好符合古

人对民族繁衍的期望。广西铜鼓、海南黎族的蛙锣和

云南佤族的蛙鼓都有累蛙叠错, 实际上是雌蛙伏于

雄蛙背上的背部孵卵方式。鼓面上雕饰大蛙小蛙相

聚,都与蛙的受精产卵和繁殖相联系,足见人类对蛙

的繁殖方式有认同感。

蛙崇拜南传, 与农业稻作文明发展相联系。蛙崇

拜在古蜀王国的扎根, 与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相

联系。铜鼓在中国西南、南方与东南亚出现的地区,

都是稻作农业发达区域,同时也是蛙崇拜南传路径。

如对彝族地区铜鼓纹饰的有关研究中就认为:“铜鼓

面上的太阳、云、雷、蛙、竞渡、游戏等纹饰, 均与稻作

生产中的祈雨和祈水关联”[ 26]。蛙如同晴雨表, 对干

旱和下雨都有生理条件反射, 干旱和下雨在稻作农

业地区维系人类的生存,所以在蛙崇拜产生的西北

高原将蛙与女娲联系在一起, 而在蛙崇拜南传地区

民间流行蛙是创世神, 人类始祖以及蛙神的神话和

传说,证明蛙在农业文明地区与人类关系的密切。

古代文明的动物崇拜产生于比附。蛙在自然界,

因为与人体的类似及其生育繁殖,成了受人喜爱的

动物。古代自然界的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是同伴关系,

因此在母系社会时代的马家窑彩陶蛙肢纹,被用来

比附生殖崇拜以及表现雨水与人类生活的重要联

系,使其具有了巫术崇拜意义。金沙蛙型金箔更是古

蜀王国蛙崇拜的祭祀物, 显示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地位。随着民族迁徙和稻作文明在中国西南和南

方的发展,蛙崇拜在南传中通过铜鼓写实的蛙饰, 不

但保留了蛙崇拜的巫术意义, 而且回到了民间艺术

的源头, 也融入了民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

生活之中, 使古老的蛙崇拜保留了鲜活的生命。同

时, 从中国西北到西南和南方的蛙崇拜遗物与蛙崇

拜观念互为表里的传播方式来看,中华民族的蛙崇

拜展示了它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本文系一孔之见,但在蛙崇拜南传路线的考察

中,将蛙崇拜遗物与沿线民族的历史文献相结合, 或

许可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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